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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 2005-2015 年 A 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社会责

任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的大环境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寄予厚望。那么有着“政

治人”倾向的国企高管在政府的政策要求下，又会有怎样的社会责任表现呢？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

升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正相关。在政治晋升的国企高管中，政治晋升级别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

好。在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中央控股和地方控股的产权性质差异后发现，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在中央控股企业更显著，而在地方控股企业中则相对较弱。进一步在考察政治晋升对企业经营

效率的影响后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管理费用率并显著提高过企业总资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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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以更有效地发挥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

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话题，同时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还有国企高管过于强烈的行政色彩。为什

么国企高管作为企业管理人员会有如此强烈的政治倾向呢？这源于我国国企高管行政级别

的存在和特殊的人事任免制度。在我国，国企高管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准官员”，上级政府

主管部门对其工作调动等人事安排进行集中任免，同时比照同级别的公务员进行管理（杨瑞

龙等，2013），导致我国国企高管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事企业管理行为的政府官员。从某种程

度上讲，集中的人事任免制度对国企高管的职业发展形成了一种“政治锁住效应”（王曾等，

2014；卢馨等，2016），使其只能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丁友刚和宋献中，2012），

而且一旦进入这种内部市场就必须努力保住现有职位并争取一切可能的晋升机会来获得更

大的发展。因此，在薪酬激励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卢馨等，2016），政治收益比职位带来的

经济利益在国企高管个人效用中的比重更大（郑志刚等，2012）。那么，当前有什么途径能

够让国企高管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呢？ 

近年来促进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更好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吸

纳更多有行业背景和经济管理经验的人才到政府机关任职成为政府的一种政策选择。中共中

央 2006 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提出“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同时推荐党政领导

干部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而且这种交流大多是以从企业到政府机关的单向交流为主。

例如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的肖亚庆曾于 2009 年从中国铝业（601600.SH）调任为国务院

副秘书长职务。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政策规定为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国企高管实现从企业负

责人到真正的政府官员的身份转变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此可以合理推测，作

为理性经济人的国企高管很有可能会为了实现政治晋升而迎合政府的利益诉求以增加自己

的政治晋升机会。那么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对国企高管又有着怎样的利益诉求呢？ 

众所周知，政府是典型的社会职能机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

但当前我国面临着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隐患、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

如何有效地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成了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政治难题，与此同时也加强了



 

 

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政治诉求。政府在各类政治工作报告中都极力倡导国有企业要在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起表率作用，同时也在 2016 年《关于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通知》中

明确指出中央企业考核要坚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考核原则。 

那么在这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政治需求下，青睐于政治仕途发展的国企高管是否会在政府

社会责任绩效考核的要求下更加积极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增加政治晋升资本呢？如果是，

那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此外，我国

国有企业包括中央控股企业和地方控股企业两种类型。两类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性质的差异，

在行政级别、管理模式以及对政府的战略意义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产权性质的差异

是否也会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呢？已有研究对此

问题尚无充分的论证。鉴于此，本文选取 2005-2015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国有企业为

研究样本，从高管是否政治晋升和政治晋升级别两个层面分别对政治晋升与国有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

域。当前关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政治晋升对货币薪酬的替代效果

（Cao et al,2011;Bu et al,2016）、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王曾等，2014）、对过度投资（许

年行、罗炜，2011）、形象工程（郑志刚等，2012）、企业并购（陈仕华等，2015）等方面。

鲜有文献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究政治晋升激励对当下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之间

的现象。（2）本文重新刻画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机会的衡量。现有研究文献主要从高管是

否已经获得政治晋升这一可观察到的既定事实为依据量化高管政治晋升机会，而这种根据事

后结果来推测事前原因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到底是因为晋升机会大所以获得晋升还是因

为已经实现了晋升所以晋升机会大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这种衡量方法还会将那些本来有晋

升机会但最终晋升失败的样本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因此，本文以前任高管的政治晋升来衡

量后任高管的潜在政治晋升机会，从前任高管政治晋升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后任高管行为这

一更加客观的角度试图来刻画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已有研究

中存在的衡量缺陷。 

二、 制度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我国国企高管具有行政级别，且其待遇比照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进行管理（郑志刚等 2012；

杨瑞龙等，2013）。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崇尚权利（俞鸿琳和张书宇，2016）是国

企高管的普遍心态，他们更多地希望转变成为“政治人”而非成为管理企业的“经济人”（杨

瑞龙等，2013；陶然等，2010）。成为政府官员不仅意味着与职业经理人迥然不同的社会地

位、人脉资源、个人荣誉和更为可观的经济利益，而且意味着更加广阔的政治晋升空间。同

时中共中央《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为国企高管实现从企业负责人到政府官员的身份

转变提供了确切的政策支持。 

任何公司治理机制的设置都是对因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矛盾的权衡，所有者目标是

构成企业高管激励机制的基础（Gibbons,1998）。从国企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看，国企高管

激励主要有显性的薪酬激励和隐性的政治晋升激励。在限薪政策的影响下，国企高管纷纷主

动降低自己的货币薪酬甚至领取“零薪酬”以期获得政府的政治好感（Bu et al,2016）。但

当一种激励渠道受到抑制时对另一种激励渠道的需求就会更强烈（王曾等，2014），因此在

薪酬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政治晋升激励将会成为高管实现个人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王曾等，

2014；卢馨等，2016）。同时，政府为了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管理，集中掌握着国企高

管的人事任免权。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免模式使得国企高管晋升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场

政治“锦标赛”（郑志刚等，2012；王曾等，2014；杨瑞龙等，2013），因此对国企高管而

言相对成绩比绝对成绩更加重要，薪酬激励中的更低薪酬甚至零薪酬便是“锦标赛模式”的



 

 

一个现实例证。由此有理由相信，国企高管也非常有可能在政治晋升激励中以超出竞争对手

的政治表现来增加政治晋升资本。 

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集中的人事任免制度和国企高管“半官员式”的政治身份使得

国企高管处于相对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丁友刚和宋献中，2012）。“准官员”的政

治晋升存在一定的“政治锁住效应”。政治晋升在国企高管个人效用函数中的权重要大于职

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王曾等，2014），更高的政治级别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陶然等，2010）。

因此，相比于追求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发展，国企高管更加关注自己的仕途发展（田四海，

2013；赵立彬和赵妍，2016）。2013 年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项关于“国有企业负

责人是否愿意放弃行政级别，转到体制外获取更高的报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99%，50

岁以上的国有企业负责人都不愿意转变身份，放弃体制1。事实更加充分有力地说明相比于

作为职业经理人，留在体制内获得政治升迁对国企高管的吸引力更大。 

虽然国企高管是政府直接任命的具有行政级别的“准官员”，而且政治晋升也具有政策

上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但政治晋升激励却有别于薪酬等显性的合同性激励。它是一种不确定

的、非承诺性的隐性激励。国企高管是否能够实现政治晋升不仅取决于明确化的绩效考核，

也与高管个人声誉、企业社会责任等多项“软条款”的主观考核指标相关。由于上级主管部

门具有集中的人事任免权，非确定性的社会绩效考核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保密性（陶然等，

2010），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大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具有浓烈行

政色彩的人事任免制度下（王曾等，2014），倾向于政治效用（俞鸿琳和张书宇，2016）的

国企高管不仅需要在国资委明确考核的经济指标中独树一帜，还需要在社会责任绩效的主观

考核中脱颖而出。更多社会性责任的承担能够提高政治晋升的可能性（姜付秀等，2014），

即在这种不确定性的考核下，政治迎合倾向越浓，其获得政治升迁的可能性会越大（卢馨等，

2016）。 

虽然良好的社会责任绩效并不必然导致高管能够政治晋升成功，但在晋升“锦标赛模式”

下和不确定性考核的双重影响下，更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增加政治晋升成功的概率。郑

志刚等（2012）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前的确会通过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

方式来增加政治晋升机会。 

此外，我国讲求政治平稳过度，在官僚系统中后任基本会按照前任的晋升轨迹实现政治

发展，这一前后任之间的接替关系在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中也无例外。如黄山旅游

（600054.SH）原董事长江山于 2009 年任安徽省旅游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后升迁为滁州市

委书记，其继任者许继伟于 2013 年调任黄山市委常委，现任滁州市委副书记职务。基于国

有企业中大量前任高管政治晋升后其后任高管也晋升的现实案例，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相比于

前任没有获得政治晋升的国企高管，前任获得政治晋升的高管对于自己同样会获得政治晋升

的心理预期会更高（Bu et al,2016；曹伟等，2016），即他们根据现实的例子推测自己像前

任一样实现政治晋升的可能性会更大。根据期望理论和模仿理论，政治晋升是对高管晋升前

行为的积极评价，那么实现晋升的高管在政治晋升前增加政治晋升资本的社会责任行为则很

有可能会被后任高管作为一种可以效仿的成功案例而进行模仿。 

基于国企高管的政治诉求分析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模仿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 

假设 1：前任发生政治晋升的国企高管比前任没有发生政治晋升的高管会有更好的社会

责任表现，即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正相关。 

虽然政治晋升能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动机，但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在

                                                 
1
凤凰财经：调查：50 岁以上国企高管 99%不愿放弃行政级别换高薪，详见：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830/13030887_0.shtml 



 

 

政治待遇、权力大小、进一步晋升空间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国企高管是追求个人收益最

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不同的政治晋升级别代表激励理论中不同的效价。在期望值不变的情况

下，前任高管政治晋升不同行政级别对后任高管的激励力也会出现差异。根据 Gibbons and 

Murphy（1992）的动态代理模型，公司行政级别越高，对高管在职业生涯上的积极影响越

大。因此，前任高管政治晋升级别越高，在后任高管预期自己能够复制前任的政治晋升轨迹

从而同样获得更高政治晋升级别的情况下，对其后任高管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效果也会

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2： 

假设 2：在国有企业前任高管政治晋升的情况下，前任高管政治晋升级别高低与其后任

高管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 

此外，我国国有企业分为地方控股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两种类型。两类国有企业最终控

制人在行政级别上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两类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资源控制和行政待遇

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差异所代表的效价存在差异，因此基于激励

理论，其所产生的激励效果也存在差异。由此可以合理推测，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的不

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3： 

假设 3a：相比于地方控股的产权性质，中央控股的产权性质对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

任之间关系的强化作用更显著。 

假设 3b:相比于地方控股的产权性质，中央控股的产权性质对政治晋升级别与企业社会

责任之间关系的强化作用更显著。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我国是一个政府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企业所需各种稀缺资源如土地、资金、

经营许可等的垄断导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获取这些稀缺资源的难易程度方面存在巨

大差异。同时，非国有企业高管没有政治身份，他们像国有企业高管那样获得政治晋升走上

仕途发展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种种差异导致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动

机完全不同。非国有企业主要为获得融资便利（李维安等，2015）和政府补助（牛晓燕，

2013）等好处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主要是为了完成政府的

政策性目标、增加国有企业高管的个人政治资本等。考虑到研究视角的特殊性，本文只选择

我国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 

在我国国有企业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命的，二者几乎

代表相同的利益集团，总经理和董事长对企业经营决策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步丹璐等，

2017）。并且 CSMAR 数据库中关于高管职位变更只统计总经理和董事长相关数据，因此本

文将国企高管具体界定为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职位。 

高管政治晋升数据是以 CSMAR 数据库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文件”为出发点，结

合新浪财经“公司高管”名单，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来手动搜集。企业性质数据来自万德

数据库，其余数据全部来自 CSMAR 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所选样本进行了以下筛

选：（1）按照证监会 2012 版行业分类标准剔除金融类企业。（2）剔除 ST 类公司。（3）剔

除其他相关数据缺失或不合理的公司，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4）为减少极端值产

生的误差，对文章连续变量在 1%和 99%分别进行缩尾处理。回归采用 STATA12.0 统计软

件。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国有企业前任高管政治晋升对其后任高管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

模型（1）： 

titititi PI ,,2,1, ControlsCSR  
 

在模型（1）中，CSRi,t 代表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发展

较晚，国内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公益慈善责任方面，而且，考虑到当前研究文

献中采用综合评分法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指标计算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有效样本较少的

缺陷，本文采用更加客观的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单位为百万元人名

币。 

PI1i,t 表示国企高管是否政治晋升以及政治晋升级别的解释变量。如果前任高管离职后

前往政府部门任职，则认为衡量其后任高管政治晋升的变量 PI1 取 1，否则为 0，无论晋升

后其行政级别变高还是与晋升前同级。借鉴 Bu et al（2016）的做法，本文设置了变量政治

晋升部门级别 PI2。按照前任高管政治晋升后任职的部门级别不同划分为中央、省级、地市、

区县、乡镇 5 个政府层级并依次赋值为 5、4、3、2、1。PI2 越大表示政府部门级别越高，

即 PI2 取 1、2、3、4、5 共 5 个离散值。同时，为了更加全面地刻画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级

别，本文设置政治晋升职务级别变量 PI3，依据我国公务员相关条例按照前任高管政治晋升

后任职职务级别的不同将政治晋升职务级别 PI3 从副科级至正部级依次赋值为 1、2、3、4、

5、6、7、8。PI3 值越大表示政治晋升职务级别越高，对应职位的权力也越大，即 PI3 取 1、

2、3、4、5、6、7、8 共 8 个离散值。 

本文在参考（李维安等，2015；戴亦一等，2014；党力等，2017；徐莉萍等，2011）

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独董比例

（IndR）、兼任（Dual）、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比率（FRsize）、

每股自由现金流（Freecash）、企业年龄（Age）、（9）企业性质（Gov）。同时还控制行业

（Ind）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 

为了进一步验证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差异是否会对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

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引入企业性质变量 Gov 分别与政治晋升变量 PI1、政治晋升

级别变量 PI2 和 PI3 的交乘项 GovPI1、GovPI2 和 GovPI3 后建立如下模型（2）： 

tititititi PIPI ,,3,2,1, ControlsGovCSR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 所示为样本期间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状况。由表 1 知，在 9566 个有效样本中有 602

个样本公司其前任高管实现了政治晋升，平均晋升率为 6.30%。对政治晋升的 602 个样本

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晋升部门级别 PI2 和职务级别 PI3 平均值分别为 3.51 和 4.99，即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后一般前往地市级或省级部门的副厅级职务任职。 

表 1高管政治晋升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p25 p50 p75 min max sd 

PI1 9566 0.063 0 0 0 0 1 0.243 

PI2 602 3.513 3 4 4 1 5 0.802 

PI3 602 4.993 4 5 6 1 8 1.462 



 

 

 

表 2 对比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的高管政治晋升差异。如表 2 所示，在 3044 个中央控股

企业样本中有 130 家样本企业前任高管实现了政治晋升，晋升率平均为 4.30%。在 6522

地方控股企业样本中有 472 家样本企业前任高管实现了政治晋升，平均晋升率为 7.2%，可

见地方控股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数量远大于中央控股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数量。进一步研究

发现，在 130 个中央企业政治晋升样本中，政治晋升部门级别平均值为 4.215，职务级别平

均值为 6.369，说明中央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后大多前往省级及以上部门的正厅级或以上职务

任职。在 472 个地方企业政治晋升样本中，政治晋升部门级别平均值为 3.320，职务级别平

均值为 4.614，说明地方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后大多前往地级市及以上部门的正处级或以上职

务任职。 

虽然地方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数量远大于中央企业，但中央企业高管政治晋升部门级别和

职务级别都普遍高于地方企业。 

表 2不同产权性质的政治晋升描述性统计 

 中央控股企业 地方控股企业  

变量 N mean min max sd N mean min max sd 

PI1 3044 0.043 0 1 0.202 6522 0.072 0 1 0.259 

PI2 130 4.215 2 5 0.726 472 3.320 1 5 0.709 

PI3 130 6.369 2 8 1.324 472 4.614 1 7 1.257 

表 3 所示为样本期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由表 3 数据知，全样本中国有企业

捐赠数额平均为 191.9 万元，最大捐赠额 9.26 亿元。在政治晋升子样本中其平均捐赠额为

589.6 万元，最大捐赠额 9.26 亿元。但在非政治晋升子样本中平均捐赠额为 165.2 万元，

最大捐赠额 6.25 亿元。政治晋升组样本企业捐赠额比非政治晋升组样本企业平均高 71.98%，

说明前任发生政治晋升的国有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远高于前任没有发生政治晋升的国有

企业，从而初步验证本文假设 1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 3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p25 p50 p75 min max sd 

CSR 9566 1.919 0 0.060 0.514 0 926 18.06 

CSR 602 5.896 0 0.100 0.750 0 926 46.75 

CSR 8964 1.652 0 0.057 0.507 0 625 14.15 

（二）实证回归分析 

1、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 

表 4 所示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为前任

高管是否政治晋升对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

前任高管政治晋升部门级别 PI2 和职务级别 PI3 对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表 4 知，前任高管政治晋升 PI1 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 CSR 显著正相关，显著性为

1%。说明前任发生政治晋升的国企高管比前任没有实现政治晋升的国企高管具有更好的企

业社会责任表现，从而本文假设 1 得到验证。 

分析模型（2）和模型（3）所示结果发现，前任高管政治晋升部门级别 PI2 在 10%的

显著性水平上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正相关，晋升职务级别 PI3 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上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前任高管发生政治晋升的前提下，前任



 

 

政治晋升级别高的国企高管比前任政治晋升级别低的国企高管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由此本文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4 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回归结果 

 全样本(1) 部门级别回归结果(2) 职务级别回归结果(3) 

变量 CSR T 值 CSR T 值 CSR  T 值 

常数 -2.375 (-1.15) -27.566 (-1.14) -27.444 (-1.15) 

PI1 3.535*** (4.75)     

PI2   5.063* (1.89)   

PI3     3.436** (2.27) 

Top1 0.055*** (4.51) 0.334** (2.58) 0.322** (2.49) 

IndR 0.717 (0.20) -42.518 (-1.13) -39.115 (-1.04) 

Dual -0.501 (-0.96) 1.321 (0.22) 2.254 (0.38) 

Roe 2.047* (1.71) -10.035 (-0.63) -11.748 (-0.74) 

Lev 0.617 (0.68) -0.380 (-0.03) 0.037 (0.00) 

RFsize -1.483 (-1.32) -3.666 (-0.28) -3.368 (-0.26) 

Freecash 0.573*** (5.07) 0.512 (0.46) 0.462 (0.41) 

Age -0.185*** (-4.50) -0.315 (-0.68) -0.351 (-0.76) 

Ind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9566  602  602  

Adj_R2 0.070  0.141  0.14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相关系数的 T 值 

2、产权性质差异对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影响 

表 5 所示为产权性质差异影响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表 5 中

模型（1）所示为不同产权性质影响前任是否政治晋升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差异分

析结果。模型（2）和模型（3）为在政治晋升子样本中，产权性质差异对政治晋升级别与

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表 5 中的结果发现，模型（1）中在考虑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产权差异后，中央

控股的产权性质对前任高管政治晋升与其后任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强化系数为 19.847，并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前任高管政治晋升对其后任高管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强度

在中央控股企业中更加强烈，而在地方控股企业中则相对较弱，由此本文假设 3a 得到验证。

进一步分析模型（2）和模型（3）中前任高管政治晋升级别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

关系发现，产权性质差异对前任高管政治晋升部门级别 PI2 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

的影响系数为 30.248；对前任高管政治晋升职务级别 PI3 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

的影响系数为 29.427，并且在模型（2）和模型（3）中都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由表 5

知，前任高管政治晋升级别高低对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效果在中央企业中更强，

而在地方企业则相对较弱，由此本文假设 3b 得到验证。 

表 5 产权性质差异影响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回归结果 

 全样本(1) 部门级别回归结果(2) 职务级别回归结果(3) 

变量 CSR T 值 CSR 变量 CSR T 值 

常数 -2.696 (-1.32) 10.074 (0.42) 12.676 (0.53) 



 

 

PI1 5.724*** (7.54)     

PI1Gov 19.847*** (11.25)     

PI2   2.267 (0.79)   

PI2Gov   30.248*** (4.74)   

PI3     0.700 (0.43) 

PI3Gov     29.427*** (4.69) 

Top1 0.049*** (4.11) 0.419*** (3.32) 0.423*** (3.34) 

IndR 0.619 (0.17) -59.384 (-1.62) -58.310 (-1.59) 

Dual -0.326 (-0.62) 6.904 (1.19) 6.678 (1.15) 

Roe 1.911 (1.61) -9.556 (-0.62) -9.741 (-0.63) 

Lev 0.559 (0.62) -2.907 (-0.26) -3.010 (-0.27) 

RFsize -1.806 (-1.62) -4.810  (-0.38) (-0.28) 

Freecash 0.554*** (4.94) 0.186 (0.17) 0.215 (0.20) 

Age -0.162*** (-3.97) 0.178 (0.39) 0.144 (0.32) 

Gov 2.502*** (6.30) -89.592*** (-3.66) -85.822*** (-3.60) 

Ind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N 9566  602  602  

Adj_R2 0.085  0.200  0.19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相关系数的 T 值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得文章结果更加文件可靠，本文在已有结果的基础上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所得

结论基本与前文保持一致2。首先，采用以资产规模调整的相对捐赠数额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水平重新检验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其次，按照权小锋等（2015）的做法，

采用润灵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这一综合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重新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

平来验证前任高管政治晋升与其后任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倾向评分匹

配法（PSM）构造了一组除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不同外其他影响因素与政治晋升组样本尽可

能相似的样本组，来模拟政治晋升组样本在前任没有发生政治晋升的“反事实”情况下可能

出现的社会责任行为。匹配后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政治晋升组样本社会责任水平仍然显著高于

模拟组样本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由此说明的确是由于政治晋升因素引起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

从而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 进一步分析：政治晋升与企业经营效率 

前述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发现，前任高管政治晋升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激励其后任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那么，政治晋升是否也同样会促进企业经营效

率的提升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呢？ 

为了进一步验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本文以管理费用率（管理费

用/营业收入）和总资产周转率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治晋升与企业管理费用率和资产

周转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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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 



 

 

表 6 所示为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由表 6 知，前任高管政治晋升

激励能够显著降低其后任企业经营的管理费用率并提高总资产周转率。对前任高管政治晋升

子样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晋升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

而言，前任高管政治晋升级别越高，越能有效激励其后任降低企业管理费用率同时显著提高

企业资产周转率。 

虽然有研究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治干预会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业绩

的敏感性。但当前阶段发展经济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绩效的考核也是决定国企高

管能否实现政治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杨瑞龙等，2013），因此本文认为在当前制度背景下，

政治晋升激励也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与杨瑞龙等（2013）、王曾等

（2014）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且，政府关于中央企业的考核办法在 2013 年之后也将企业总

资产周转率作为中央企业高管的考核指标，放弃之前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考核指标，考核指标

的变化说明政府对国有资本的要求已经从过去追求量的发展逐步向国有资本经营效率的层

面转变。 

对前任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其后任企业经营效率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前任高管政治晋升

不仅能够激励其后任高管积极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有企业代理

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表 6 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回归结果 

管理费用率 总资产周转率 

变量 Mcost Mcost Mcost Turnover Turnover Turnover 

常数 0.157*** 0.225*** 0.235*** 0.423*** -0.248 -0.345 

 (14.66) (6.35) (6.79) (7.64) (-0.98) (-1.39) 

PI1 -0.012***   0.036*   

 (-2.99)   (1.80)   

PI2  -0.007*   0.044  

  (-1.91)   (1.59)  

PI3   -0.008***   0.055*** 

   (-3.54)   (3.53) 

Top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8*** 0.007*** 

 (-9.35) (-4.79) (-4.46) (6.89) (5.75) (5.38) 

IndR 0.021 -0.102* -0.110** -0.054 0.255 0.318 

 (1.09) (-1.84) (-2.01) (-0.55) (0.65) (0.81) 

Dual 0.012*** 0.015* 0.012 -0.022 0.054 0.082 

 (4.25) (1.74) (1.35) (-1.57) (0.87) (1.31) 

Roe -0.138*** -0.079*** -0.074*** 0.468*** 0.300* 0.263 

 (-22.24) (-3.40) (-3.20) (14.53) (1.81) (1.59) 

Lev -0.019*** -0.092*** -0.094*** 0.334*** 0.379*** 0.391*** 

 (-3.94) (-5.41) (-5.54) (13.51) (3.10) (3.23) 

RFsize -0.020*** 0.002 0.006 -0.364*** -0.483*** -0.523*** 

 (-3.44) (0.11) (0.34) (-12.29) (-3.62) (-3.99) 

Age 0.001*** 0.000 0.000 0.006*** 0.015*** 0.016*** 

 (2.65) (0.22) (0.22) (5.36) (3.17) (3.26) 

Ind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Adj_R
2 

0.125 0.199 0.211 0.236 0.409 0.420 

N 9554 602 602 9554 602 60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为相关系数 T 值 

六、 研究结论和相关讨论 

本文以 2005-2015 年我国 A 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前任高管政治晋升对其后

任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角度出发，实证探究了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

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如下：（1）国有企业前任高管政治晋升将激励其后任更加积极地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2）在发生政治晋升的情况下，前任高管政治晋升级别越高，对其后任企

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正向激励效果越显著。（3）在进一步考虑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类国有企业

产权性质的差异后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更加显著，而

在地方企业中则相对较弱。同时，产权性质差异对政治晋升级别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

影响也具有类似的效果。（4）本文进一步以国有企业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为研究对

象，发现国企前任高管政治晋升能够有效激励其后任降低企业管理费用率并提高总资产周转

率，从而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综上，在当前政府依然能够对资本市场发展产生足够影响的制度环境下，国有企业高管

政治晋升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并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因

此，这种激励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政

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诉求。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借此提出以下两点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政治晋升激励是我国当

前制度背景下针对国企高管的重要激励方式。在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环境下，完善

政治晋升激励的设计，使其更加科学有效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可以成为当前缓解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有效补充。其次，进一步探索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激励机制的设计，根

据两类企业的定位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本文研究发

现，产权性质的差异会影响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效果。因为两类国有企业在

管理办法、战略定位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本文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中央企业和地方

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考核方面的差异性规定，使两类企业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能结合企

业自身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有差异化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防止两类企业高管在实际操作中

因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而盲目攀比以求胜出，从而做出为了实现政治晋升而损害企业价值的

政治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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